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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高于问责

———芬兰教师评价的实践路径与支持系统

刘荣飞

摘要 芬兰教师评价注重发展而相对弱化问责，总体呈现出“发展高于问责”的实践特征，具
体体现在评价目的、主体、内容、方法以及结果使用等诸多方面。芬兰发展性教师评价厚植于
其支持系统之中，社会基础、治理支撑、校长引领、专业赋能和研究驱动是构成这一系统的五
大要素。这启示我们要注重评价的发展导向、提升校长领导与评价能力、提高教师职前培养
质量以及促进教师自主合作; 更值得关注的是，只有将教师评价改革放在社会发展背景与教

育治理体系中，通过各方持续努力、同步推进制度建设和文化培育，才能最终形成良好的评价
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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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当前，我国正在全面深化教师队伍改革，培养高素
质教师队伍，力争形成优秀人才争相从教、教师人人尽展其才、好教师不断涌
现的良好局面。［1］要达成上述目标，完善教师评价是关键。从目的上看，教师
评价分为发展性教师评价和问责性教师评价，前者侧重提供有助于改进教学

实践的反馈，明确教师的优势和不足，通常在学校内部进行; 后者主要指教师

对其表现负责，其表现常与其职业生涯发展的一系列后果相联系，由此提供教

师过去的实践和表现的总结性信息。［2］两种评价方式之间存在一定张力，营造
了颇为不同的评价生态。在发展性教师评价中，教师通常愿意暴露自己的弱
点，期望通过评价帮助自己在发展方向和培训需求方面做出更有效的决定; 而

在问责性教师评价中，教师因面临与职业生涯、薪资等密切相关的高利害结
果，而倾向于避免暴露弱点，导致评价的发展功能受到损害。［3］

现阶段，我国中小学教师评价在制度上力求发展与问责相结合，而在实践

中却较为偏重问责，以学生学业成绩和升学情况为主要考核标准，通过绩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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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职称职务晋升、奖金发放等高利害结果，激发教师的工作动力。这在一定
程度上营造了紧张焦虑的氛围，降低了教师的幸福感、成就感，不利于吸引优
秀人才从教。与我国不同，芬兰极为注重发展性教师评价，相对弱化问责性评
价，通过较多关注发展而非问责、更为注重过程而非结果、基于信任而非质疑，
以学校自评而非他评为主的方式实施评价，从而呈现出“发展高于问责”的实
践特征。有些学校甚至不实施问责性教师评价，2018 年的教师教学国际调查
项目(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简称 TALIS) 显示这一比例为
40．8%，明显高于所调查的 47个国家和经济体 5．4%的平均水平，位居首位。［4］

经合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 OECD)
甚至断定，芬兰的教师评价与其说是对教师个人的评价，不如说是收集教师专

业发展需求信息的工具和促进学校持续发展的动力。［5］以此为指引，芬兰形成
了全社会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教师社会地位较高，与医生、律师相当; 职业吸
引力较强，大批优秀人才争相从教; 教师教学自主权较大，是真正令人尊重的

专业人士。
芬兰发展性教师评价的成功运行，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独特的支持系

统，探究其发展背景、实践特征和支持系统，将为我国进一步实施发展性教师
评价提供有益启示。

一、芬兰教师评价的发展背景

历史上，芬兰曾采取自上而下的督导体制来评价教师，并逐渐形成了国家

和地方政府双重督导的制度。教育委员会第 3056( 15．6．1979) 和第 3084( 6．8．
1979) 号条例曾规定了督学负责的主要内容: 一是指导学校、继续教育机构和
市图书馆的工作; 二是检查这些机构的活动情况及财务的合法性; 三是为解决

教育工作中潜在的问题，收集、评估、传播相关信息并提出创新有效的解决方
案。［6］据此，督学每隔一段时间需到中小学检查，观察和评价教师的表现，并撰
写检查报告。评价方式根据督学工作方法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有的是发展性
的，为教师提供改进教学的建议; 有的是问责性的，容易使教师产生畏惧情绪。
随着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芬兰经济、政治、社会等一系列变化，这种频繁评

价教师并有问责倾向的督导制度废止了。首先，经济危机导致教育财政预算
的削减。九十年代初，受西方经济萧条和主要出口国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国家
贸易大幅度下降的影响，芬兰发生了较严重的经济危机，［7］不得不削减教育财

政预算，成本较高却收效甚微的双重督导制度就位列其中。其次，政党轮换导
致教育管理体制重心由中央转移到地方。1987 年，随着芬兰右翼政党上台及
其对教育管理话语权的掌控，中央集权式的教育管理体制开始松动，教育决策

和管理权不断下放到地方和学校。［8］教师评价的主导权随之由教育提供方( 主
要指市政当局和学校) 实施，自上而下的教育督导制度被正式废除。再次，
尊师重教的传统文化导致问责性教师评价失去根基。督导制度废除后，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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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提供方并没有重新建立地方和学校层面的问责性教师评价制度。在 20世
纪 80年代强调标准、竞争、问责、择校的全球教育改革运动盛行之际，芬兰走出
了一条政府掌舵与支持、家长和教师工会等公众参与、专业力量介入的第四条
道路［9］，个中原因与其传统文化密切相关。历史上，芬兰就有尊师重教与信任
教师的传统，教师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18世纪，芬兰国民小学教师作为知识
的代言人，受到了极大尊重; 19世纪，教师群体成为民族文化的传承者，社会地
位被进一步提升［10］; 20世纪 70年代，随着学历水平的普遍提高，教师更是作为
专业人士，与律师、医生具有了同等社会地位，这反过来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对
教师的信任和教师专业的尊重，从而使得问责性教师评价失去了文化基础。
基于此，芬兰逐步形成了充分信任教师、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发展性教师评价
方式。

二、芬兰教师评价的实践路径

借鉴 OECD教师评价的概念框架［11］，以下主要从评价目的、主体、内容、方
法及结果使用等相互联系的五个方面分析芬兰教师评价的实践路径。
( 一) 评价目的:促进发展改进教学

1999年芬兰实施的《基础教育法案》规定，教育评价的目的是“为了确保
本法的目的得以执行，以及支持教育发展和改善学习环境”［12］。为达成“支持
和改善”的教育评价目的，芬兰绝大部分地区都采取发展性教师评价方式。为
了解决教师教育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发展性教师评价以明确教师专

业发展过程中的需求、优势和不足的方式，帮助其反思和改进教学实践。也有
少部分地区在实施发展性教师评价的同时，发挥了评价的问责目的并产生了

诸如职位升降、收入增减等结果，如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市就建立了正式评价系
统，校长使用聚焦教学关键特征的常规方式评价教师。［13］

( 二) 评价主体:教育提供方负责教师评价

《基础教育法案》赋予了教育提供方自我评价的权力，规定“教育提供方应
该评价它所提供的教育及其影响，并参与外部对其运营状况的评价”［14］。以此
为指针，中央教育管理部门芬兰教育与文化部( Finland＇s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简称 MEC) 及 2014年组建的芬兰教育评价中心( Finnish Education
Evaluation Centre，简称 FINEEC) 对基础教育仅有建议和指导权，通过制定质量
标准和定期的项目形式监测基础教育质量，但在教师评价方面却几乎不起

作用。
校长是教师评价的主体，负责对本校教师进行评价; 外部个人和机构虽然

也参与教师评价，但占比相对较低，从而形成了以学校自我评价为主、其他评
价主体参与的教师评价体系。TALIS 2018显示，在参与教师评价的主体中，校
长占比 34．6%，学校其他成员( 学校管理团队成员、教师导师、其他教师) 、外部
个人和机构的占比分别为 8．2%和 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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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评价内容:基于发展计划进行评价

芬兰取消了学生标准化考试，因此不存在依据学生成绩对教师进行排名

的状况。校长根据国家评价框架以及学校发展计划来评价教师。芬兰教育评
价中心发布了《评价教育结果的框架》(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Education
Outcomes) ，为校长评价实践提供指导，然而这种指导并不是让学校遵循固定的
规定与程序，而是为学校提供参考，可以被解释为一种自由裁量权。［16］大约
70%的学校会制定教师发展计划，通常包括如下要素: 教师和组织胜任力、新教
师入职培训、职员培训的具体领域、持续专业发展的一般原则、学校员工培训
需求分析、专业发展的一般角色和责任、学校共同体的描述，以及参与任何类
型培训的一般原则等。［17］这些都成了学校和校长开展教师评价的参考标准。
另外，教师自己的年度发展计划也是校长评价和教师自评的重要参考标准，它

由校长和教师根据国家核心课程目标、内容及学校年度发展计划，在学年初共
同制定的。由此可见，芬兰教师评价在国家层面没有统一、固定的内容和标
准，各所学校和校长依据国家规定的指导框架和学校、教师的发展计划自定内
容和标准，从而呈现出一幅多样、动态、发展的评价图景。
( 四) 评价方法:以多种信息来源为基础的讨论

芬兰初中校长在 TALIS 2018中报告，教师评价采用了课堂观察、教师教学
的学生调查、教师内容知识评估、学生外部结果( 如国家测试成绩①) 、学校和课
堂为基础的结果( 如绩效结果、项目结果或测试成绩) 以及教师工作的自我评
估( 如档案袋评估或教学视频分析) 等多种方法作为信息来源。芬兰被上述方
法评价的教师数分别占被调查教师总数的比例与 OECD 30个国家和经济体的
比例对比如图 1所示。

图 1 芬兰初中校长报告的教师评价方法及其教师数占比( 100%)［18］

① 在 K12阶段，芬兰取消了升学考试，只在高中毕业时举行大学入学考试。部分媒体会根据大学
入学考试成绩对学校进行排名。



— 78 —

结合芬兰初中校长报告数据与相关文献可知: 一是芬兰教师评价方法的

平均数量为 3．6个，这在 OECD 30个国家和经济体中为最低，显著低于平均水
平 5．0个。二是芬兰教师评价方法虽然较为多样，但仍以课堂观察( 70．1% ) 、
教师教学的学生调查( 82．1%) 、学生外部结果( 80．1%) ，以及学校和课堂为基
础的结果 ( 62%) 等客观评价为主要方法，而教师自我评价则占比较低
( 36. 4%) 。虽然教师自我评价在正式评价中占比较低，但却是芬兰校长与教
师进行年度讨论的基础，也是学校进行自我评估和质量监测的工具。① TALIS
2018显示，有些学校使用教师档案袋或者分析教学视频的方式进行自我评
价［19］; 有些学校使用自评表作为评价工具，其中设定了一学年要实现的目标，

教师在完成自评表的过程中根据目标不断反思教学实践，并激发与同事的讨

论［20］; 还有些学校在自我评估过程中，通过关注工作质量、制定质量手册为教
师自评和评价学校、地方市政当局的作为提供了工具。［21］三是评价实施的主要
形式是校长和教师的讨论。大多数学校都建立了年度讨论制度，校长通过相
对轻松的讨论来评价教师是否实现了上年度制定的个人目标，并根据学校需

求分析和确定来年的个人目标和需求。［22］有教师在访谈中谈道:“每年春天，与
校长的发展性讨论都是一种积极体验。我提出了成功解决的问题并强调了可
改进的领域。校长也给了我一些反馈。”［23］

( 五) 结果使用:相对低利害的评价后果

TALIS 2018列出了校长报告的在实施教师评价后可能发生下列情况的教
师百分比。如图 2所示，芬兰教师评价的结果主要用在弥补教师弱点、改进教
学实践，这在所有评价结果使用类型中占比最高( 达 96．5%) ，其次为制定发展

图 2 校长报告在教师评价后可能发生下列情况的教师占比( 100%)［24］

① 需要说明的是，芬兰从未接受任何正式评价的教师比例高达 40．8%，这在 TALIS 2018 所调查的
国家和经济体中占比最高; 而在非正式评价中，以教师自评为基础的年度讨论则是主要评价方式，所以教
师自评的占比在芬兰教师评价实践中应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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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培训计划( 88．7%) ，指派导师以改进教学也占有相当比例( 50．4%) 。通过评
价查找存在的问题，并与教师讨论弥补弱点的措施，是制定发展和培训计划、
指派导师以改进教学的基础，它们共同构筑了以发展为导向的芬兰教师评价

结果使用体系。而实质性制裁措施的发生，如减少年薪等，在调查样本中并不
存在，显著低于 OECD 14．6%的平均水平。
芬兰教师评价可能会涉及职务升降、收入增减甚至续聘解约等高利害结

果，然而，这些结果很少见。一是芬兰没有职称晋升体系，所以考核结果并不
影响专业晋升。二是教师只有在反复不能实现承诺、履行职责，而且市政当局
因为经济和生产原因不能为其提供另外工作的情况下，才会被解聘。［25］三是在
教师收入方面，芬兰教师工资结构分为基础工资、特定职位薪水( 由任务复杂
性而定) 、奖金( 年度奖金、个人奖金、绩效奖金) 、其他津贴以及加班费等。［26］

评价会影响教师收入，特别是在奖金和津贴方面，但即便如此，由于教师的薪

资有市政当局与教育工会( Trade Union of Education) 的合同作保障，不会根据
学生的表现进行增减，所以总体而言，评价对教师收入的影响仍是低利害的。

三、芬兰教师评价的支持系统

芬兰教师评价之所以会呈现“发展高于问责”的实践特征，是因为背后有
其较为独特的支持系统，这使得教师在相对缺少外部问责驱动的情况下仍能

达到主动发展的目的。其中，社会基础、治理支撑、校长引领、专业赋能和研究
驱动等相互联系的五个方面是构成这一支持系统的主要因素。
( 一) 社会基础:信任文化与道德驱动

探求芬兰教师评价的支持系统，首先应把它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
作为北欧福利国家，芬兰 2021 年人均 GDP 高达 5．4 万美元，高于欧盟平均水
平，位居全球前列; 高收入、高税收为建立较为公平的社会制度、相对安全的社
会环境、较有保障的社会生活奠定了基础，因而连年被评为“全球最幸福国
家”; 政府公务员较为廉洁，人们对公共机构( 包括学校) 形成了普遍的信任文
化，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也较高; 教育优质均衡，学校规模较小，学校体系对

所有人开放。这种收入高、均衡而又充满信任的社会环境与教师较高的社会
地位，显著影响了学校的评价生态和教师的工作动力。芬兰人逐渐在学校内
建构信任基础，加强教师专业责任心，使得教学成为一种由道德目的而非物质

利益驱动的职业，从而促使教育体系自动进步。［27］

( 二) 治理支撑:可持续发展立场与“少即是多”原则
芬兰政府在教育治理上采取可持续发展立场和“少即是多”原则。在经历

全球改革运动洗礼后，芬兰持续抵制以标准、问责、高风险测试为标志的市场
导向原则，不断践行可持续发展立场。政府认可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在政策制
定过程中强调为所有人提供良好教育的平等机会，让所有学生能够取得公共

资源补助; 公共机构和私营企业经常举行公开对话，让彼此理解什么才是促成



— 80 —

社会公共利益和提升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鼓励学校勇敢采用创意教学

和实践，培养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和积极的工作态度; 鼓励教师持续进行专业发

展，积极参与教育工作的规划和执行等。［28］同时，芬兰在教育治理中奉行“少即
是多”原则，即用较少的干预达到良好的效果。教师被赋予专业自主权，有权
基于学校情况自主创设教学大纲、工作计划和课程内容，自行设计测评学生的
方式，灵活使用教学方法等; 教师工作时间较短，工作氛围相对轻松，教师的工

作时长在全球排名较低; 学生负担较轻，取消了升学考试( 除高中最后的升学

考试外) ，不公布成绩排名，学生在作业上花费的时间比其他国家同龄人也相

对较少。这种可持续发展立场和“少即是多”原则为发展性教师评价奠定了治
理基础。
( 三) 校长引领:教学领导与分布式领导

校长作为评价主体，其专业能力和领导风格对教师评价产生着重要影响。
芬兰校长首先是教学领导( pedagogical leader) ，其任职资格是必须曾在本校任
教，而且任教期间工作表现优异。芬兰法律规定校长任职期间，每周至少要承
担 2—3小时的课堂教学工作，许多校长甚至一周要上 20多节课。［29］校长作为
本校优秀教师，在教师中获得了信誉，树立了专业权威，更加了解学校文化，对

教师提出的评价意见更容易被接受。其次，芬兰校长在学校内实施分布式领
导( distributed leadership) 。分布式领导已经渗透进芬兰学校的组织和文化中，
这意味着不仅校长具有领导力，教师也具有领导力; 校长不只是一名管理者和

经理人，而是一名激发教师致力于促进学生高水平学习的领导者; 校长与教师

之间不是科层式地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是基于非正式领导的相互协商与合

作。正如哈格里夫斯( A．Hargreaves) 在有关芬兰领导力发展的分析中总结的:
“领导力对芬兰卓越表现作出贡献的方式不是专注于或执着于表现结果，尤其
是可测量的结果，而是关注产生卓越表现的条件、过程和目标。”［30］而校长分布
式领导，正是这些条件中重要的一个，它使得教师更加有依于校长的领导，信

任校长对他们的评价和反馈。
( 四) 专业赋能:严格选拔与高质量培养

芬兰教师作为专业人员的地位和声望或许是影响评价最为直接的因素。
首先，教师的入职门槛很高，需要经过严格选拔。在芬兰成为一名中小学教师
并不容易，每年数以千计的高中毕业生争相进入芬兰 8所负责培养未来教师的
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最后只有 10%最优秀且有动力以教师为终身志业的人才
能脱颖而出。其次，芬兰实施研究型教师教育。1978—1979年版的《教师教育
法案》( Acts on Teacher Education) 规定，成为永久性教师的最低条件为拥有硕
士学位并通过与其他学术专业一样的硕士毕业论文。［31］基于此，芬兰将教育理
论、研究方法论和教育实践等因素有机整合进了教师教育，实施研究型教师教
育。教师候选人不但需进行多次教学实习，更要学习如何设计、实施和呈现理
论的技能，从而构建出一条从教育思想基础到教育研究方法论，再到教育科学

领域的系统路径。［32］值得一提的是，芬兰师范生不仅要掌握评价学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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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收集、使用系统数据来评价自己教学的有效性，选择相关学习结果并编辑
成档案袋，记录并反映学习中的教学观点。［33］再次，不少教师在学校任教的同
时，还会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从而完成教育科学领域的高级学习，进一步提升

研究水平和专业能力。严格选拔机制和以研究为基础的高质量培养手段为教
师专业赋能，提高了教师专业地位，提升了教师职业声望，吸引了大批优秀人

才从事教师行业。这反过来也影响了教师对待外部正式考核的态度，并形成
了倾向于拒绝外部评价的文化; 任何一种外部的评价方法都要征得学校和教

师的同意，并被谨慎使用。对一些教师而言，“如果有外在考评者前来评判他
们的工作，或存在外部测评手段评估他们的绩效，许多人会选择换工作”［34］。
( 五) 合作驱动:自主合作与共同工作

芬兰教师群体的合作文化以自主和共同工作( co-work) 为特征。首先，源
于芬兰教师的专业地位和教学自主权，教师之间的合作往往是自愿自主而非

自上而下的、强制的，这使得合作更为平等、愉悦而不是让人感到厌倦。为保
障合作能够开展，一些学校会为教师合作提供时间和资金的保障。此外，教师
在规定的工作时间外，也会自愿参与到由其他学校教师组成的专业学习社群

中，通过研讨不断提高自身专业发展水平。其次，在共同工作中进行跨学科合
作也是芬兰教师合作的一个显著特征。不少教师乐于并擅长在共同工作中相
互合作，主动寻求其他教师的帮助，其他教师也乐意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专

业能力帮助有需求的教师。一项针对芬兰教师融合教学( integrative teaching)
中自主与合作的研究彰显了其跨学科的合作文化。“化学教师通读了我的教
案，对学习任务提出一些建议，并借我一些设备。然而，生物和地理老师也帮
助我调试那些设备。历史老师也参与进来……”［35］这种以自主和共同工作为
特征的合作文化，使得芬兰的教师合作呈现出自愿、自然的特征，驱动着教师
在相对缺少外部评价激励的情况下也能够提升专业水平，不断进步。

四、芬兰教师评价的有益启示

芬兰经验告诉我们，发展性教师评价的成功实施需要社会文化、政府治
理、校长领导、教师发展、同行合作等诸多系统性因素做支撑。我国在提高教
师地位、提升职业声望、加强专业发展等方面与芬兰异曲同工，但在社会发展、
文化基础、教育生态等方面殊为不同，这就决定了在对待芬兰经验时应批判地
吸收、审慎地借鉴、有限地运用。
( 一) 注重评价的发展导向

我国力图通过问责体系激发教师进步动力、促进教师专业发展，这在实践
中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然而也产生了较多问题，未能达成“让教师成为令人
羡慕的职业”的目标。这些问题包括: 一是外部频繁的督导和评价，使学校疲
于应付，增加了校长和教师的工作负担，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教师教学自主权。
学校在此过程中也倾向于展示优点、掩盖不足，反而不利于教师发展和质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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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二是过于注重学生成绩、升学率等不合理的考核指标，对教师的教育教学
产生了错误导向，打击了教师“五育”并举、合理育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三是
“唯论文”的职称晋升制度使得教师过于注重自身发展，而相对忽视专业发展
的育人目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可以借鉴芬兰发展性教师评价经验，一是在具
体评价实践中减少督导的频次，赋予学校和教师更多教学自主权，真正落实

“以教师自评为主，学校领导、同事、家长、学生共同参与的教师评价制度”［36］;
二是完善评价标准与考核指标，平衡评价的发展性和问责性功能，将促进教师

发展、解决教学问题作为教师评价指标设计的重要考量因素; 三是强化奖励的
正向激励作用，弱化惩罚的负面导向功能，为教师营造安心教学的良好环境。
( 二) 提升校长领导与评价能力

在外部评价生态短时间难以改变的前提下，学校或许会成为变革教师评

价导向、平衡问责性评价和发展性评价的中坚力量。这其中，校长的领导和评
价能力尤为重要。校长和其他教师作为评价人员有许多优势，特别是在发展
性评价考核方面，因为他们熟悉教师的工作环境，对学校需求有很好的认知，

并有快速向教师提供信息反馈的能力。［37］然而，目前我国中小学校长在教师评
价方面存在如下有待改进之处: 一是分布式领导能力有待加强。我国中小学
校长正在从专注课程和教学工作的教学领导范式，转向重视校内权力分配和

管理体制建设的分布式领导范式，以及聚集学校持续创新和改进的变革式领

导范式。［38］校长和学校管理层习惯于自上而下地对教师进行领导和评价，教师
是评价的对象却极少参与评价标准的制定，这不利于教师领导力的培养和发

挥。二是校长评价素养有待提升。我国大多数校长在职前和职后都缺少诸如
课堂观察等评价方法的专业训练，对教师教学水平和教学实践缺乏一定的专

业判断能力，从而导致评价结果局限于自身期望或学生分数而偏离科学标准。
芬兰经验告诉我们，如要激发教师积极性、促进教师自主发展，校长的分布式
领导和专业评价能力起着重要作用。这启示我们，校长的培养应注重其专业
水平和评价能力的提升; 校长的领导风格应在行政领导和分布式领导之间做

好平衡。只有真正提高校长的领导能力和评价水平，改变学校的评价生态，通
过促进教师在课堂内外发挥领导作用、与同事在学校改进和教育教学方面合
作，以及在学校愿景和目标的发展中发出明确声音，进而提升教师领导力，［39］

才能为教师的自主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 三) 提高教师职前培养质量

提高中小学教师学历水平和培养质量是我国教师教育未来发展的重点，

也是芬兰实施发展性教师评价最为重要的经验和保障。芬兰教育体系成功的
部分原因在于一条经验法则，我们曾在成功领导者“工具箱”中见到过它: 聘用
优秀人才，放手让他们去做。这条法则有助于建立一种优秀、诚信的氛围。［40］

相比而言，当前我国教师职前培养仍存在如下亟需完善之处: 一是教师学历水

平有待提高。TALIS 2018显示，芬兰拥有硕士学位的教师占比为 90．6%，OECD
国家和经济体的平均值为 44．2%，远高于上海 12．7%的水平。［41］因此，中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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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国务院要求“推进教师培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义务教育学校侧重培养
素质全面、业务见长的本科层次教师，为高中阶段教育学校侧重培养专业突
出、底蕴深厚的研究生层次教师”［42］。教育部等八部门也明确提出“持续实施
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推动本科和教育硕士研究生阶段整体设计、分段考核、连
续培养的一体化卓越中学教师培养模式改革，推进高素质复合型硕士层次高

中教师培养试点”［43］。目前，我们离上述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二是研究型教
师教育有待加强。我国部分中小学教师的研究水平不高、研究能力不强，这与
职前培养质量密切有关。例如，教师培养单位仍由许多教学型的专科学校或
本科学校承担，研究型大学培养的中小学教师数量占比仍较低。而研究素养
的缺失和研究精神的匮乏导致教师在教学中难以主动寻求进步，不得不依靠

外部问责的激励。三是教师评价素养有待提升。提升教师评价素养理应成为
教师职前教育的重要内容。然而，我国教师在职前培养中较少受到严谨的自
我评价和评价学生的方法训练，例如教师档案袋评价、课堂观察、教学述评等，
这使教师难以通过科学的方式反思自己的教学表现、评价学生多方面进步等。
因此，加强教师职业培养、提高教师职前培养质量就成为有效实施发展性教师
评价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 四) 促进教师自主合作

教师合作是促进教师主动学习和专业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国中小学非常
重视教师之间的合作，并建立了教研组、备课组、年级组制度予以保障，它被认
为是中国学生在 PISA 中取得优异成绩的主要原因。然而，以教研组为例，教
学实践中仍存在较强的制度化和形式化，这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教师合作的灵

活性和积极性; 具有强制色彩的、自上而下的合作形式限制了教师自主性，甚
至会导致教师更少合作［44］; 缺少跨学科的知识融合和观点碰撞，单一学科的合

作范围不利于促进教师跨界学习。这些不足使得我国部分教师在合作中习惯
于顺从权威、习惯于被督促，缺乏主动学习进步的动力和创造性。芬兰经验告
诉我们，弱化教师学习共同体的科层结构和强制色彩，形成较为平等、自由的
合作氛围，建立跨学科的共同工作制度，是促进教师学习共同体良性运行、增
强教师自我效能感的宝贵经验，也是实施发展性教师评价的有力支撑。
但不应忽视的一点是，要改善教师评价生态、扭转不合理的评价导向，应

秉持系统思维，具备战略眼光，将教师评价置于社会发展背景中，协同政府、学
校、家长等各利益主体持续努力，同步推进制度建设和文化培育。只有这样才
能真正减弱强调标准、问责与高风险测试的市场导向的影响，逐渐形成教师具
有专业责任感、主动追求进步、充满工作活力的发展性评价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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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bove Accountability — Practical Path and
Support System of Teacher Evaluation in Finland

LIU Ｒongfei1，2

( 1． Ｒesearc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234，China; 2． Shanghai Academy of Educational Sciences，Shanghai，200234，China)

Abstract: Finnish teacher evaluation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relatively weakens the
accountability． It generally shows the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 development above
accountability”，which is specifically reflected in the evaluation purpose， subject， content，
methods，and result use． Finland ＇ s developmental evaluation of teachers is deeply rooted in its
support system． Social foundation， governance support， principal guidance， professional
empowerment，and research drive are the five elements of this system． This enlightens u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evaluation，improve the leadership and evaluation ability
of principal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 pre-service training， and promote teachers ＇
autonomous cooperation． What is more noteworthy is that only by putting the reform of teacher
evaluation i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background and the education governance system，and through
the continuous efforts of all stakeholders，the promotion of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cultivation simultaneously can a good evaluation ecology finally forms．
Keywords: Finland; teacher evaluation; developmental evaluation; practical path; suppor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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